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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如眾所知，自從四庫館臣將傳統易學分成兩派六宗之後，「史事宗」便已然成為一獨特的解經宗派，此舉似乎暗示其與各宗派間涇渭分明，毫不相涉。然而，在漫長的易學發展歷史中，無論是最早的經傳文本，或是後世各家各派的詮釋內涵，解經與史證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千絲萬縷的聯繫，故而運用古史事蹟來解讀經文，幾乎可以說是傳統易學的共法了。如果吾人試圖再細分其相異之處，或許就在於運用史事解經的份量多寡，以及不同的詮釋立場、技巧和目的而已。以此觀之，四庫館臣所稱之「史事宗」，乃專指多以史事解經，並且有著鮮明的詮釋立場和目的，以及繁複多元的詮釋技巧的學者之謂，而南宋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正是其中公認的代表作品。
筆者檢閱文獻和學者的研究之後，發現「以史證易」的確是易學詮釋的共法，作為「史事宗」的代表作，《誠齋易傳》之前的易學著作自然容易找到這種做法，受到《誠齋易傳》的影響，後世解易者更是將「以史證經」奉為圭臬，因此，《誠齋易傳》顯然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基於此，筆者比較好奇的是：在詮釋的立場、技巧和目的上，《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有何特殊之處？既然「以史證易」是易學詮釋的共法，《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對吾人嘗試掌握易理時，又有何理解上的特殊優勢？《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詮釋方法，能否應用於現今的《周易》教育之上？其優點為何？其限制之處又為何？以下，本文將以「聚焦列證」、「分述舉證」、「對比論證」、「反思取證」為大綱，分項探討《誠齋易傳》中「以史證易」詮釋方法的特色，以及將其運用於《周易》教學時可能有的優缺點和啟示。
貳、「聚焦列證」詮釋法
    《四庫全書・經部・易類一》中提到：「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為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論端。」這段話爲吾人試圖了解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時，提供了許多線索：首先，《誠齋易傳》是屬於從王弼以來的「義理派」陣營，而且是承續伊川之學的，此可從史載其《誠齋易傳》又名《程楊易傳》
得證；其次，四庫館臣認為漢儒象數的發展「遂不切於民用」，這是否意味著王弼以降的學脈就能「切於民用」？而《誠齋易傳》中提到聖人作易之因，便特別強調「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
，或許就是出自於「切於民用」的動機；再者，所謂「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文中的「又」似乎暗指李、楊二人並非「參證史事」的第一人。事實上，《周易》經文本有史實紀錄
，《易傳》以下的注疏作品，多有以史解經之例，學者甚至具體的歸納出史事易學發展的不同時期
。
    基於上述訊息，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是如何立足於王弼、伊川義理派的傳統，並基於「切於民用」的目的，運用「參證史事」的方法解讀易理呢？筆者認為，從《誠齋易傳》「以史證易」的第一個詮釋方法---「聚焦列證」，便可略見端倪了。這是因為，《誠齋易傳》在解讀六十四卦之首--〈乾〉卦時，就已經運用了「聚焦列證」法，不過楊萬里解釋此卦之史例多沿伊川舊說，而有所發揮罷了。所以解〈乾〉卦初九時稱「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解九二時稱「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解九三時稱「程子謂此爻舜之玄德升聞時也」；解九四時稱「程子以為舜之歷試時也」，都集中在舜的事蹟上作詮釋，故可稱之為「聚焦列證」法。以此為基礎，《誠齋易傳》再衍生出許多正反的旁證，譬如初九的「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外，楊萬里又指斥干寶以此爻為「文王在羑里」之非，以及再舉孔子的例子，認為「舜、孔子易地皆然」
。其次，除了九三的「程子謂此爻舜之玄德升聞時也」之外，楊萬里又舉了蚩尤、后羿、王莽、董卓，以及曹操、司馬懿等分析漢、魏、晉之變局
。再者，除了九四的「程子以為舜之歷試時也」之外，楊萬里另舉漢惠帝、元帝、商臣、申生、榮彊、泰伯、仲雍、伯夷、叔齊等作為正反例的延伸史證
。
事實上，《誠齋易傳》運用「聚焦列證」的例子不算常見，但楊萬里也能藉此抒發其卓見。譬如〈屯〉卦卦辭為：「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誠齋易傳》對「屯」的解釋是「氣始交未暘曰屯，物句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這種從天道到人事的解讀法，頗合易旨，卻更有利於楊萬里自己對卦辭的分析，因此，接下來他再深入引申為：「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不難發現，楊萬里透過這段話闡釋卦辭的「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當然，他已經將焦點集中在「世多難未泰曰屯」的「時屯求亨」範疇上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楊萬里不只是一一解釋「利貞」、「勿用有攸往」、「利見侯」為何，而是認為「其道有三」，也就是三種特定的原則、做法或理據了。因此，「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不是解釋「利貞」的意義，而是處世的原則，「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則是「勿用有攸往」的具體做法，「惟多助為能克寡助」便是「利建侯」行動的理據了。
    除此之外，《誠齋易傳》更以劉邦興漢的過程為例，一一落實他對〈屯〉卦卦辭的解讀內容，這也是「聚焦列證」的典型作法。其說如下：
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
    楊萬里認為劉邦「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義帝發喪」之舉，乃是把握了「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的處世原則，所以做到了〈屯〉卦卦辭中的「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則是實踐了「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的做法，所以做到了〈屯〉卦卦辭中的「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的行動，則是善體「惟多助為能克寡助」的道理，所以做到了〈屯〉卦卦辭中的「利建侯」。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誠齋易傳》對〈離〉卦初九爻的解析之上。〈離〉卦初九的爻辭是：「履錯然，敬之，无咎。」小象辭則是：「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初九爻的「履錯然」是表現出來的行為，原因為何？在初九的時位上，爲什麼得「敬之」才會「無咎」呢？楊萬里的說法是：「履錯然，敬貌，猶雲踧踖盤辟也」，其原因則在於「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其踐履之實，錯然璀璨於天下，巳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眾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畏謹而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避之也。」原來初九以陽剛之質，如日之始旦，前途一片光明，卻因位居下位，容易為人所忌妒、讒害，所以爻辭勸戒其「畏謹而晦其明」，才能逃避小人的咎害。接下來，《誠齋易傳》便以孔子的事蹟為例，闡釋〈離〉卦初九爻辭的義涵：
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興。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為禮必敬，恂恂誾誾，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避咎哉？
    《論語》中本有類似孔子「事君盡禮，為禮必敬，恂恂誾誾，似不能言」的紀錄，但是，孔子此舉是否真如楊萬里說的只是為了避禍，則不得而知。引文中之「孟僖子」、「晏子、子西」、「陳蔡大夫」、「匡人」、「桓魋」等，是與孔子生平密切相關的歷史人物，所以楊萬里的這種聚焦於孔子生平來解讀〈離〉卦初九爻辭的做法，顯然是深具說服力，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
    另見一例，〈旅〉卦六二爻辭：「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小象辭：「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事實上，六二爻辭的內容不難理解，羈旅之人得暫居之所，身上也帶著旅費，更重要的是有隨行伺候起居的童僕。但為何六二能夠得到這樣的待遇？為何辭末又強調一「貞」字呢？小象辭的「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指的是什麼呢？《誠齋易傳》的解讀是：「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翕然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為旅，而无悔尤矣。」很明顯地，楊萬里解析六二爻義之時，心目中就有一個明確的形象，那就是所謂的「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至於他為何能得到這麼多的待遇，關鍵則在於「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至於「終無尤」的原因，便是「所從有臣僕，翕然得其心而不離」。基於此，《誠齋易傳》就以春秋時期晉文公流亡的故事來證明此理：
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不曰柔順以下人乎？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凡十九年，守志彌篤，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廣而儉，懷安而能遷，不曰懷其資而不露乎？其貞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楚送之，至齊秦，齊秦妻之，秦納而歸之，可謂旅即次矣。腹心則子犯、子餘，股肱則魏犨、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豈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而霸，孰禦焉？
    楊萬里將晉文公流亡時｢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的舉動，來證明「能柔順以下人」；｢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凡十九年，守志彌篤」的表現，來證明「中正以立己」。正因為文公「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的舉措，所以會有其後的雖羈旅之途而楚饗而送之，齊秦妻之歸之，心腹股肱不棄，得童僕三千的回報，故可證明小象辭所謂的「終無尤也」。
    由於《周易》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卦卦義皆有所偏重之處，甚至一卦之內，各爻之間的意義也未必相互聯繫，尤有進者，單一爻辭中也涵蓋著若干個不同的觀念。因此，當吾人玩索各卦爻義時，雖然常常會有意外的驚喜，卻難免有零散不相屬，無法獲得統整性理解之嘆，即使如前述之〈乾〉卦各爻間呈現某種發展的階段，也只能意會其大要。這是因為，〈乾〉卦爻辭間除了｢龍｣的神話式意象外，幾乎無跡可尋，更別說如上述的〈屯〉卦辭、〈離〉卦初九、〈旅〉卦六二等文簡辭約卻又豐富多元的卦爻辭涵義了。基於此，楊萬里採用｢以史證易｣的方法，固然能將易理加以具體化，但若只是隨意舉若干史實附會，恐怕既無法展現某些卦各爻之間的發展性，當然也難以凸顯卦爻義中繁複觀念間的一致性，因此，｢聚焦列證｣的詮釋法便有其無可取代的優勢了。換言之，如果列舉毫不相關的史實來解讀〈乾〉卦六爻的爻義，將無法展現各爻的階段性的發展關係，更何況〈屯〉卦辭、〈離〉卦初九爻、〈旅〉卦六二爻辭中的若干觀念，抽象籠統，也難以掌握該卦爻義內容的一致性義旨了。
    從《周易》教學的角度來看，教師如能效法楊萬里｢聚焦列證｣的詮釋方法，不僅學生很容易透過史例掌握卦爻的義理，更重要的是，如果某個卦爻都能有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搭配，而不被一堆彼此無關的史實所混淆，學生將更輕易的熟記該卦爻的內容，或許也可以以該史例為基礎，進行更深入的易理解析和延伸的活動。然而，《誠齋易傳》中採用｢聚焦列證｣法的地方並不多，或許其受囿於卦爻辭意義的分歧，無法全部以單一人物或史事概括，也可能是楊萬里希望展現更多元的詮釋方法，所以不願受限於｢聚焦列證｣的方法。此外，吾人若欲採用｢聚焦列證｣法進行教學時，教師除了對卦爻的內容要有深刻的掌握外，聚焦性史例的選擇和剪裁，以及搭配卦爻義時對史例的分析與詮釋，可能都是很大的挑戰，這是為人師者得先有的心理準備。
叄、「分述舉證」詮釋法
    事實上，楊萬里作為一位文士，其解易之作自然有其特殊之處
，而他殫心竭慮所撰寫的《易傳》之所以能夠流傳久遠，決非只是身為伊川的附庸，或是善於將卦爻辭附會於史事而已。尤有甚者，他在卦爻辭的解讀中，不僅汲取了前賢的智慧，更加入了自己的深刻體會，成一家之言，此舉使他擺脫了照本宣科、章句訓詁的舊傳統，躋身南宋易學大家之林
。在「義理派」的陣營之中，王弼開風氣之先的歷史地位，固然無庸置疑，程伊川以天理釋易，則為宋易拓展了一條光明之路，而楊萬里的功績，正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揚光大，這不僅表現在｢以史證易｣方面成果豐碩，更重要的是在易理的詮釋上，也是令人十分讚嘆的
。換言之，《誠齋易傳》在解讀卦爻義涵時，已經超越了前人而有所發揮，再由釋文之後的史事搭配強化，就成為其解易的特色，筆者將楊萬里的這種詮釋法稱之為「分述舉證」。
譬如〈艮〉之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誠齋易傳》立刻言明「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六二爻雖居中得正，但畢竟是臣屬，不能違逆君上，所以楊萬里說：「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但是，臣子即使行為上無法違逆，心理上卻可能有不同選擇，因此他還有一個但書，那就是「然必觀其心，而後君子小人可判也。」換句話說，儘管臣子都表現出不能違逆君主的行為，其用心卻未可知，而楊萬里認為細究其用心為何，才是判斷其為君子小人的依據。
    基於這樣的看法，《誠齋易傳》開始從史事上舉出不同的例子加以說明，其文為：
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隨而後拯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其心不然者。龍逢、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從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
    上段引文中，楊萬里歸納出歷史上臣子應對國君之不善的五種方式，分別是：「有拯而不隨者」、「有先隨而後拯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其心不然者」五種。其中，無論是否先後之「隨」或「不隨」卻皆有「拯」的共有三種，至於與爻辭「不拯其隨」最接近的則是「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其心不然者」兩種，而且最後一種卻是在前一種的前提下加「心不然」數語。
事實上，《誠齋易傳》所列出的五種「拯」、「隨」論點和史例，不僅《周易》經傳文本未見，輔嗣、伊川之易傳也沒有先例，更何況一種說法便足以說明爻義，何必舉出其他四種？楊萬里為何有此做法呢？筆者認為，此舉有兩個目的：一是強調臣下之「拯」或「隨」的時機和行動，應該因時制宜，有所權變。所以「龍逢、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從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另一個目的則是在詮釋爻辭的「其心不快」時，順勢從「不拯其隨」的行為動機中分判君子小人之別。因此，「蜚廉、惡來」和「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雖然都是「不拯其隨」，但後者正如誠齋所說的「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因為「心不然」，所以表現出來的就是「其心不快」了。因此，這兩個目的中的一個是從為臣者的立場提出建議，另一個則是從讀易者的立場作出判斷，一內一外，有建議有判斷，十分周延。
    另見一例，誠齋在解釋〈訟〉卦大象辭：「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時，除了提出「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的訟之象外，更值得人注意的是他對「君子以作事謀始」的說法，如下文：
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于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
    〈訟〉卦的大象辭原在強調止訟必於謀始，楊萬里則認為「止訟」在於斯，「聽訟」亦在於斯，而且進一步提出了「民之訟」、「士之訟」、「臣之訟」、「國之訟」、「天下之訟」等五種訟事，並將所謀之「始」，逕以「心」詮之。姑且不論引文中的五種「訟」之始，皆為「事」不為「理」，出於「行」而非「心」，事實上，借卦名作延伸式的分述，《誠齋易傳》中也所在多有
。我們好奇的是，楊萬里究竟如何將之轉換而得此結論？為什麼他要提出五種類型的訟事呢？筆者認為，《誠齋易傳》的目的除了要強調「謀始」的觀念，適用於各種訟事，而其後所舉的史事，更可證明所言不虛外，或許他有意將〈訟〉卦的討論範圍具體化，進一步把易理與人倫日用之事相結合。
    又見一例為〈否〉卦九四爻：「命无咎，疇離祉。」小象辭為「有命无咎，志行也。」誠齋的解讀如下：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為陳蕃、為曹爽、為建寧王倓；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為魯昭公、為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清群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
    依〈否〉卦原義，九四爻正當「否」之漸轉「泰」之時，暢行無咎，且同類可因而得福，然而，楊萬里卻連著九五爻說之，甚至明言主宰者是君不是臣，是九五而非九四，故有「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和「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三種不同的論點和史例。平心而論，九四為「陽剛之臣」，九五為「陽剛之君」，而且爻辭言有「命無咎」，楊萬里為何要提出三種根本不合於九四爻義的論點和史例呢？很明顯的，他並不以解讀九四爻為滿足，而是刻意地想把九五爻義和九四爻義聯繫合論，企圖強調〈否〉卦九五爻和九四爻君臣奉天時相遇合之難能可貴。因此，由於君臣遇合之可貴，所以楊萬里沒有提出君臣難得遇合的正面史例，卻舉出三種君臣無天命抱缺憾的論點和負面史實，故末語「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令人讀後唏噓不已。
    透過上述三例的分析可知，楊萬里所採用的「分述舉證」詮釋法不僅開展了卦爻義的廣度，也延伸了易理的思考範疇，並以此為基礎，爲傳統的君臣關係，提供了一套應對進退的策略；為儒家的價值判斷，提供了評分君子小人的標準。此外，若吾人從「以史證易」的角度考察之，楊萬里的「分述舉證」詮釋法就不僅僅是為了卦爻的本義，更是其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等的綜合展現，因此，其後所舉的史證也就同時涵蓋了卦爻的本義和楊萬里所創建的新義了，而筆者發現，正是楊萬里這種「分述舉證」的做法，對吾人思考《周易》教學時有很大的借鏡意義。
筆者認為，楊萬里的「分述舉證」對現今《周易》教學的啟示包括：首先，吾人進行《周易》教學時應該考慮學習者的立場，而「分述舉證」正可以滿足於這個要求，嘗試從學習者的立場將卦爻作新的發揮，一如楊萬里在解讀〈艮〉六二爻義的做法；其次，《周易》的教學者不應只是照本宣科，重述前人的詮釋成果而已，教學相長，或許教學者本身也嘗試做個詮釋者，一如楊萬里般善於整理掌故，結合時事，深化卦爻辭的意義；再者，吾人學習《周易》的目的，當然不會只是以誦讀文字為滿足，應該是試圖吸收其中的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等等，「分述舉證」法既包括觀點的拓展、延伸，又廣舉史例以增強其合理性，如此一來，將能加深學習者的印象，同時也提供了學習者鮮明的模仿事例。然而，吾人若採用「分述舉證」法進行教學，學生獲益匪淺自不待言，教師必然也得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史例的蒐集本身就是件苦差事，論點的創立也得靠學養的累積，《誠齋易傳》中可借用處固然很多，教師或許也得思考如何另外找到源頭活水吧!
肆、「對比論證」詮釋法
    平心而論，「以史證易」雖然是傳統易學各派詮釋的共法，但「史」和「易」之間，是如何存在著某種詮釋資源和詮釋對象之間的關係呢？關於這個問題，若干學者則從楊萬里的歷史觀著手，希望找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然而，儘管前文提及楊萬里作《誠齋易傳》的目的乃在於「切於民用」，但達到此目的的方法很多，為何非得用「史」來證明呢？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於楊萬里怎麼看待《周易》這本書，基於此前提，便是他聯繫作為證明的「史」的關鍵之處。《誠齋易傳・自序》中有一段話是：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與人、萬物之變也。…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

    上段引文中，楊萬里認為「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而且強調有某種叫做「中正」的「變通之道」，換言之，《誠齋易傳》要呈現的是《周易》中的「變」與「不變」，而所謂「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就是要以「中正」的原則來因應「萬事之變」。因此，楊萬里拿來證「易」的「史」，既要能展現「萬事之變」的現象，更要突顯作為「變通之道」的「中正」了，相形之下，如何在前者的基礎上強化後者的重要性，正是他解易的主要任務了。基於此，楊萬里把「變」看作是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從「天」到「人」，皆是如此，人力無從改變；「不變」則是因應變局的原理原則，其吉凶禍福取決於「人」能否自覺的恪守易「道」，這是聖人作易的初衷，當然更是《誠齋易傳》採用「以史證易」的動機，也是後世「史事宗」所奉行的圭臬了
。
然而，《誠齋易傳》是如何突顯「變」中的「不變」呢？筆者認為前兩節的「聚焦列證」和「分述舉證」詮釋法雖然都有涉及，卻無法達到「對比論證」法的效果。原因無他，「聚焦列證」和「分述舉證」多屬於正面敘述，「對比論證」則是正反的對比敘述，藉著對比中突顯採用「變通之道」之得與枉顧「變通之道」之失，自然更能展現「變」中之「不變」的可貴之處了。例如，楊萬里透過卦象來分別〈大畜〉和〈小畜〉兩卦的不同，由於〈大畜〉是乾下艮上，〈小畜〉是乾下巽上，「畜」為「畜止」，所以大小之分在於動（乾）之大止於山（艮）故為〈大畜〉，而動（乾）之小止於風（巽）故為〈小畜〉。所以，他解讀〈小畜〉卦辭「小畜，亨。」時則謂：「風自動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既是如此，楊萬里在以史事說〈小畜〉時，也是連帶著〈大畜〉的史例進行對比的論證，其說如下：
公孫弘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問，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引文中公孫弘、李勣是小畜之臣，《誠齋易傳》認為他們對君主的影響有限，所以有所能，有所不能，至於法孝直和魏徵則是大畜之臣，兩人對君主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楊萬里感慨如果他們還在，伐吳和征遼這等重大決策失誤，就一定能夠被阻止，所以他說：「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楊萬里解讀〈小畜〉卦辭的敘述中，不斷與〈大畜〉進行對比討論，甚至篇幅多集中於〈大畜〉的可貴之處，這是因為，面對如漢武帝、唐太宗般君主的不同過失，史不絕書（「萬事之變」），大畜之臣的表現始終優於小畜之臣，其關鍵在於大畜之臣「能回人主如天之威」（「變通之道」），小畜之臣則常常顧此失彼。平心而論，此舉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然吾人卻不難從史事的對比論證中掌握兩卦卦義的精髓，並因而了解〈小畜〉之不足與〈大畜〉之可貴。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誠齋易傳》解釋〈未濟〉卦初六「濡其尾，吝。」和小象辭：「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的敘述之中。〈既濟〉和〈未濟〉是綜卦，所以楊萬里解析〈未濟〉的初六爻時是和〈既濟〉的初九爻進行對比的，其說如下：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强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管仲之三歸反坫，絳侯之有驕主色，初九之濡尾也；桓溫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也，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從上面的引文可知，楊萬里為了解釋〈未濟〉卦初六「濡其尾，吝。」卻把〈既濟〉卦初九爻辭拿來做對比。他提出的疑問是：兩卦之初爻都是沾濕了尾巴，〈既濟〉的初九是「無咎」，為何〈未濟〉卦初六卻是「吝」呢？《誠齋易傳》的回答是從兩個面向談起：就兩卦初爻之陰陽體性而論，〈既濟〉的初九是「强於才者也」，〈未濟〉的初六是「弱於才者也」；另從字義來看，所謂的〈既濟〉是已經渡河，〈未濟〉則是尚未渡河。合而言之，〈既濟〉的初九是已經渡河了，所以即使是沾濕尾巴也沒有過錯（「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反觀〈未濟〉卦之初六則是尚未渡河，能力不足又沾濕了尾巴，恐怕不利於後續的渡河行程，所以才會有遺憾（「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所以，接下來便以「管仲之三歸反坫」和「絳侯之有驕主色」，佐證〈既濟〉初九之「已濟而濡其尾」，「桓溫至洛陽而復敗」和「劉裕得關中而復失」，佐證〈未濟〉初六之「幾濟而濡其尾」。
    又見一例，〈隨〉卦是上澤下雷，所以〈彖〉辭曰：「剛來而下柔，動而悅」，一陽爻處二陰爻之下，指的正是初九爻，其爻辭為：「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小象辭則為「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誠齋易傳》的解讀是：
主是事，之謂官，隨以動而說為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于常而動于變。渝者，變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
    〈隨〉之初九之所以能「出門交有功」，主要是能夠順應時局之變，以至正大公的態度，掌控發展的方向，故能符合〈隨〉「動而悅」的卦義。此說雖不難理解，但畢竟過於抽象，何為「常」？何為「變」？為何「至正」、「大公」是初九應該堅守的原則呢？為此，楊萬里舉了正、反例加以對比，使讀者更容易明瞭其義涵：
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晁錯决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禦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無功也。
    引文中有四個史例，實為一正一反對比的兩組變局：前一組之所以或「王」或「亂」，關鍵在於「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為賊」為正，「晁錯决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為不正；後一組之所以或「功」或「禍」，關鍵在於周公「舍禦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為公，唐文宗「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為私。從《周易》「變」與「不變」的角度觀之，《誠齋易傳》很明確的指出在時代的變局之下，董公、周公掌握了「變通之道」，故能立王成功；晁錯、唐文宗枉顧「變通之道」，故終遭亂罹禍，兩組人物言行後果孰優孰劣，可當下立判。
    筆者認為，《誠齋易傳》中的「對比論證」法之所以可貴，乃因為其將卦爻義的核心訴求透過正反、高下、輕重等史例對比的方式，既證明了其論點的合理性，更加深了讀者的完整印象，故其說服力可想而知了。因此，若吾人將之應用於《周易》的教學活動之中，教學者透過正反、高下、輕重等史例的對比，想必也能產生同樣的效果，使學習者因而產生更清晰深刻的觀念。但是，教學者運用「對比論證」法時也得特別注意，史例的對比活動必須經過仔細的規劃，從卦爻義之可比處開始思考，一直到卦與卦之間，爻與爻之間，乃至於單一爻義內的對比，都需要仔細安排其兩相對比的立場、切入和發揮之處。
伍、「反思取證」詮釋法
除了前述三項詮釋法外，筆者還發現《誠齋易傳》經常運用「反思取證」的詮釋方法。簡單地說，所謂「反思取證」就是在詮釋卦爻義時先提問後舉證，或是舉證後經由一連串的激問，引導讀者進行深入的反思。譬如〈萃〉卦之六二爻辭為：「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小象辭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如果以《誠齋易傳》的解易思路，為何六二需要得到招引才能「吉而無咎」呢？為何只要出於至誠，就可以不在乎文飾（「孚乃利用禴」）呢？所謂「中未變」是指六二嗎？楊萬里慣以君臣關係來談爻位間的聯繫，因此六二之臣當然是來自於九五之君的招引，因此他說：「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接著就舉「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的例子證明。

但這還不夠，他接著說：「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那麼，又為何這樣的君臣關係只要出於至誠，就可以不在乎文飾（「孚乃利用禴」）呢？楊萬里的解釋是：「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君臣之間透過相求到相信的過程，彼此親如一體，當然就無事於外在的文飾了。接著他又以史實佐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玄素之對太宗，初以為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
    接下來，楊萬里得處理的便是所謂的「中未變也」究竟何指？事實上，他認為「中未變」是指六二爻，因為六二爻雖然接受九五的招引，卻仍得心懐正道，忠心事主，否則難保「吉無咎」的善終。關乎此，楊萬里以反問的方法，從史事中引導讀者深思其義涵，見下文：
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得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末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知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引文中提到六二爻雖然居中得正，畢竟是陰柔之才，所以不可能如陽剛般的伊尹得五去桀而不仕，但九五之招引六二，還是得在其「中未變之時」，方可引之而得之，否則如「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兩人已有貳心，又怎麼能奢求「吉無咎」的結果呢？上例中，不難發現《誠齋易傳》先提問後舉證，以及舉證後激問，以引導讀者反思的兩種「反思取證」的典型做法。
此外，楊萬里在解析〈坎〉卦九五爻時，也是採用類似的做法。九五爻辭是：「坎不盈，祇既平，无咎。」小象辭：「坎不盈，中未大也。」他認為「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剛陽之大臣以佐下風，可以濟險有餘矣。」可見其仍以傳統專制政體中的君臣關係解讀
。至於為何九五爻只能做到「無咎」，當然是因為「坎不盈，祇既平」，楊萬里則透過爻位說明這種現象，他的說法是：「險難之濟否，視君子小人之眾寡。小人眾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眾小人，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二之臣陷於初六、六三兩陰爻之中，是為「小人眾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眾小人」；九五之君陷於六四、上六兩陰爻之中，則是「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基於此，《誠齋易傳》舉史例說明如下：
曷為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异、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德，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已矣。九五、九二君臣皆陷於二陰。
    不難發現，引文中唐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與唐文宗陷於宦寺之險，正如九五之陷於六四、上六，即為「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的情況，而郭子儀、裴度雖忠於其君，亦難免陷於同僚的讒害之中，猶如九二之陷於初六、六三，類同「小人眾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眾小人」，故稱「九五、九二君臣皆陷於二陰」。引文中楊萬里提出「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的反思，一方面回答了為何九五之君「中未大也」，一方面也道盡賢君忠臣雖相得，卻陷於群小而無力回天的窘境。
另見一例，〈益〉卦上巽下震，乃損上益下之義，初九的爻辭為：「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小象辭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爲什麼〈益〉卦初九能夠「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誠齋易傳》的解釋是「初九以陽剛之才，為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應，是故位一卦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這是就客觀的條件而言，楊萬里更強調初九雖有陽剛之才，又得六四之助，舉措之間，還是得遵德，否則難以「元吉，无咎」，他的說法是：「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因此，想要益天下之大事的話，得有益天下之大才，但在大才的背後，還是得有大德作為原則才行。基於此，《誠齋易傳》再以史事證明其觀點：
然聖人喜其才而憂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旦息姑之攝是也。有利用為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惟有天德之人，為眾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興天下之大利，為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堯舜，吳濞即湯武，桓溫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聖人所憂的「心」，就是所謂「至善之德」，「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旦息姑之攝」等主事者都具有此德，故能元吉無咎，即為「有天德之人，為眾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興天下之大利，為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如果不是呢？楊萬里舉了不少的反例說明，卻從無立刻下判斷，而是以反問法讓讀者自省。「有利用為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連帶著，「子之即堯舜，吳濞即湯武，桓溫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的說法，自然也不可能成立了
    綜上所述，楊萬里眼中的《周易》，決非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符號組合而已，他之所以選擇投入「義理派」的陣營，顯然也不是拘執於「象數派」，他是要求「切於民用」的，他所謂「中正立而萬變通」的詮釋目標中，萬事萬物之變固然可透過卦爻來彰顯。但如何掌握「中正之道」呢？又如何將貫串於天地之間的「中正之道」加以運用呢？筆者認為，《誠齋易傳》中的「反思取證」法就是很重要的途徑。透過「反思」，讀者能自行將楊萬里所舉之史證和易理相對照，不需要任何輔助，也正是有此反思的活動，讀者雖然不是被動接受經中之理，卻在文理脈絡中自然而然的接受了《誠齋易傳》的觀念，如此一來，楊萬里採用「反思取證」詮釋法將變得使人印象深刻，也更令人心悅誠服了。

在現代的教學理論和實務中，學者和教師們大多肯定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語文的教學，正是因為無論任何主題的領域，學生聆聽故事都是引發其學習興趣、增加學習成果的有效方法。不僅如此，任何一種題材或學科，只要以故事的方式來講述，都會變得生動有趣，而且無論老少都會發現，只要是編成故事的訊息，都會比較容易記住
。同樣的，教師如果能在課堂上講故事給學生聽，將不僅能引起學習興趣、活化學習氣氛、強化學習印象，透過後續的教學活動，更能夠引導學生展開深入的學生之旅，譬如推理申論、價值判斷、解決問題、情境模擬等活動，皆是如此。因此，類似《周易》這種文化經典，其中蘊藏了十分豐富的思想內涵，如果採用楊萬里的「以史證易」教學法，當然能達到引起學習興趣、活化學習氣氛、強化學習印象的成效，以此為基礎，如能再運用「反思」的活動引導學生進行價值判斷的思考，將有助於刺激思考，彰顯《周易》的學習目標。
陸、結  論
    經由本文的討論可知，楊萬里在《誠齋易傳》中所運用的「以史證易」詮釋法，實有其特殊的詮釋立場、技巧和目的，所以他不愧是「史事宗」的代表人物，在易學的詮釋史上也有其卓越的貢獻。此外，筆者在考察《誠齋易傳》中諸如「聚焦列證」、「分述舉證」、「對比論證」、「反思取證」等詮釋法後，十分肯定其在現代《周易》教育上的啟示意義，也認為其中若干作法，完全可以做為教師教學時的參考。
尤其如今科技一日千里，網路的世界無遠弗屆，滑鼠在手，便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穿越古今中外幾千年，如此一來，教師在備課時便不愁沒有資源，學生在學習後隨手都可驗證所知。但是，課內外兩者之間得靠方法加以銜接，而《誠齋易傳》中的「以史證易」詮釋法正好提供了很好的建議。筆者認為，教師如果能從中獲得啟示，不僅可深化《周易》內涵的多元詮釋，也是提升《周易》教育發展的最好起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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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全書•誠齋易傳提要》：「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并刊而行，謂之《程楊易傳》。」


� 《誠齋易傳》解《繫辭上》曰：「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為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無用，則如勿用。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此而已，言不外乎此也。」


� 譬如〈大壯〉六五的王亥「喪羊于易」、〈旅〉上九的「喪牛于易」、〈既濟〉九三的「高宗伐鬼方」、〈泰〉六五的「帝乙歸妹」、〈明夷〉六五的「箕子之明夷」、〈晉〉卦辭的「康侯用錫馬蕃庶」。


� 黃忠天將史事易學的發展分成五期，分別是：萌芽期、發展期、成熟期、推衍期和極盛期。（詳見〈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收入《周易研究》第5期（總85期），2007，頁39-52）


� 「…干寶謂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聖人之不幸也，非潛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 「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為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覦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為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為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 「蓋懦於躍則為漢之惠元，僅為得之。躁于躍則為商臣、為元兇，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囿也。所謂賢者過之者與。」


� 可參看程剛〈論宋代的「文人之易」及其解易方法〉一文（收入《中洲學刊》第2期（總194），2013，頁102-106。）


� 朱伯崑認為：「（楊萬里）解《周易》經傳，除引史證經外，還注意從文字和義理兩方面進行串講，力求文理貫通，不拘於文字訓詁和注疏的形式，又體現了宋學解經的特色。」（《易學哲學史》卷二，民80，台北：藍燈。）


� 正如全祖望跋《誠齋易傳》時強調：「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惑其說。其卓然不或者，則誠齋之易傳乎？…中以史事證經學，尤為洞邃。予嘗謂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為正脈，誠齋為小宗，故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宋元學案・趙張諸儒學案》）


� 譬如《誠齋易傳》對〈蒙・六五〉提出了各種狀況的「蒙」；對〈損〉卦展示了七種不同的「損」；對〈否・大象〉闡釋了五種「不交」的狀況；對〈歸妹・大象〉強調了幾種「敝」的類型。


� 譬如朱伯崑、黃忠天、張文修、傅榮賢、曾華東、張瑞君等學者的著作中都有提及。


� 譬如清代彭作邦《周易史證・自序》提到：「每讀一卦，徵引數事，伸解爻義，俾事與理互為發明，庶幾經旨非扥空言，而聖人之言，信而有徵。讀者因經以證史，因史以通經，于持身接物之道，有所參稽而歸于實用，較冥孛象數者，其益于身心不以多乎！」吳曰慎《周易本義爻徵》則說：「故既默會性命精微之蘊，復上下古今得失，以證吉凶悔吝消長存亡之道。俾讀經者，之以經會史，而讀史者，亦知以史證經，庶幾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兩說引自黃忠天〈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一文)


� 朱伯崑的看法是：「所謂引史證經，無非是引用歷代統治階級的政治歷史，特別是封建時代王朝興替的歷史，以附會《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辭。這種附會反映了一種易學觀，即把《周易》看成是封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一部教科書。這樣，就更增強了《周易》一書在經學中的地位。」（《易學哲學史》第二卷，民80，台北：藍燈。）


� 郭俊賢、陳淑惠譯。《多元智慧的教與學》(Campbell,L.,Campbell,B.＆Dickinson,D.著，增訂版)（1999，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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